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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服务业在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 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鼓励外资进入

服务领域， 将是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必由之路。 文章基于我国微观

企业层面数据， 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开放提升制造业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程度以及

可能的途径。 研究发现， 我国上游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扩大有助于提升下游制造业企

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 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 影响机制

分析显示， 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推动产品升级两个渠道影响自身生产

链地位。 进一步， 文章还发现上游服务业开放对下游制造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影响

依企业离技术前沿距离以及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而存在非线性特征， 且对不同要

素密集度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 最后，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

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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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伴随国际生产分工不断向社会化与专业化发展， 制造业对服务型生产资料的需

求量呈快速上升趋势， 服务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正日益突显， 其以高附加值

与高技术密度正成为一国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实现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决

定要素。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 我国以低端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 获得了极大的对外

开放红利， 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然而， 低端俘获式参与方式一方面导致发达国家

跨国公司容易利用其核心技术限制我国企业的知识创新， 使我国制造业陷入长期

“低端锁定” 困境 （黄先海和余骁， ２０１７） ［１］， 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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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呈现不平衡与不匹配， 使服务业难以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有力

支撑。 长期以来， 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 “贸易领先投资” 以及 “制造领先

服务” 的特征， 我国服务业一直面临垄断程度高、 对外开放少、 服务质量差的问

题。 根据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限制指数 （图 １）， 虽

然我国服务业 ＦＤＩ 的对外开放度呈不断上升之势①， 但仍大大低于大部分国家。 在

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下， 我国传统 “两头在外” 的贸易方式已难以为继， 在持

续发挥劳动密集型和规模经济等比较优势的同时， 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
以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 “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 实现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的目标。 “全面开放” 即指对外

开放应从单纯强调制造业开放逐步过渡到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开放的层面上， 通过

不断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鼓励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 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与资

源整合， 推进国际合作与产业转型升级良性互动， 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和竞争力， 最

终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实现 “更高层次的开放” （马弘和

李小帆， ２０１８） ［２］。

图 １　 各国服务业 ＦＤＩ管制指数变动比较 （１９９７ ＶＳ ２０１７）

现有文献少有关注中国服务业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影响及

其作用渠道， 与本研究较为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的影响研究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８［３］； 郑玉和戴一鑫， ２０１８［４］ ）。 全球价值链

是指包括生产和服务环节在内的商品跨越国界的设计、 生产、 组装、 营销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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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１９９７ 年我国整体的服务业 ＦＤＩ 限制指数达到 ０􀆰 ７３７， 在所有样本国中开放程度最低。 虽然到 ２０１７ 年我

整体的服务业 ＦＤＩ 限制指数缩减到 ０􀆰 ３９４， 降幅接近一半， 但我国服务业 ＦＤＩ 限制程度仅略低于菲律宾与印

度尼西亚， 仍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环节的组合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５］。 与之相对应， 全球生产链则刻画了商品全球

生产的流程和全过程 （Ｄｉｃｋｅｎ， ２００４） ［６］。 从理论上讲， 生产链上各环节所隐含的

附加值存在差异性， 中上游的环节附加值远高于加工组装等下游环节， 而从实证上

看， 随着企业生产链位置的上移，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也会得到显著提升 （唐
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８） ［７］， 因此本文对中国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关

系及其内在机制所进行的系统性研究， 有助于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大背景下， 促

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 在理论层面系统探讨了

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并指出服务业开放将通

过上下游投入产出关联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 第二， 指出企业

效率增进与产品升级是服务业开放提升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影响渠道， 并验证

了服务业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存在依技术距离与融资约束的非线性影响特征；
第三， 在实证分析方面， 本文运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

关数据库、 ＷＩＯＤ 以及 ＯＥＣＤ 数据库高度细化的合并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实证分析

与稳健性检验， 并就我国加入 ＷＴＯ 引致服务业大幅开放这一准自然试验作了内

生性处理。

一、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服务中间产品已成为制造业生产中的重要投入， 中国自加入 ＷＴＯ 后， 积极兑

现 《中国加入 ＷＴＯ 议定书》 中关于服务贸易的减让条款， 所承诺开放的服务贸易

部门达 １００ 多个， 其开放的广度与深度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扩大开放为我国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提供了巨大契机。 通常， 产品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不仅

包括劳动、 资本以及实物型中间产品， 还包括电信服务、 交通运输、 金融会计等服

务型中间投入， 这往往是已有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Ｈｏｅｋｍａｎ （２００６） ［８］ 就指

出， 服务业是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Ａｍｉｔｉ 等 （２００９） ［９］ 则通过定量

分析发现， 国际服务环节外包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是国际生产制造环节外包的

两倍。 理论上， 上游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投入产出关联效应影响下游企业的出口绩

效。 具体而言， 一国服务业开放的直接效应即国外服务投入能够以更为低廉的价格

大量进入本国， 这直接扩大了上游服务业产品供给种类， 同时具有相对质量优势的

进口服务投入又显著提升了整体服务投入的产品质量水平， 进而提高下游制造业的

产品质量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０］； 李瑞琴等， ２０１８［１１］）。 其内在逻辑是随着服务

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 企业使用质量更优、 效率更高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不仅直接

提升了企业的产品质量， 还间接通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并购买更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 （陈启斐和刘志彪， ２０１４［１２］； 李宏亮和谢建

国， ２０１８［１３］）， 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 “出口质量声誉” 效应使

得企业的出口表现得以增强 （叶迪和朱林可， ２０１７） ［１４］。 另一方面， 由于生产性服

务属于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投入要素， 拥有显著质量比较优势的国外服务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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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地市场后会与国内服务中间品形成激烈竞争 （邹国伟等， ２０１８） ［１５］， 这一市

场竞争效应能够倒逼本土服务型企业提升服务产品品质。 服务外资的进入通常还伴

随着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这又能够有效降低本土服务企业的生产成本。 最终在竞

争和溢出两大效应的共同作用下， 下游制造企业得以更加专注自身核心环节， 通过

“归核 化 ” 实 现 了 生 产 效 率 提 升 （ 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１６］， ２０１５［１７］； 张 艳，
２０１３［１８］）。 进一步对于 ＧＶＣ 参与企业而言， 运输、 保险、 通讯等服务活动是对不

同空间上的生产环节进行有效链接的粘合剂 （Ｌｅｅ， ２０１８） ［１９］， 因此服务业开放还

能显著降低企业参与 ＧＶＣ 过程中的协调成本， 提升价值链获利能力与分工地位。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３） ［２０］结论性指出， 企业生产能力与国家竞争力密切相关， 正是企业的

高生产率促进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转型升级。 综上可知， 一国服务业自由化能

够促进企业产品升级与效率增进， 进而有效提升了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据此，
我们提出研究假说 １。

Ｈ１： 服务业开放通过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提升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

位， 其潜在的实现机制是企业效率增进与产品升级。
根据新熊彼特理论的基本观点， 与技术前沿的差距会影响行业内的竞争模式。

当接近技术前沿时企业更有激励进行研发行为以获取 “竞争挣脱效应”。 当技术水

平远离前沿时， 则会陷入 “竞争加剧效应” 抑制研发行为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０５） ［２１］。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Ｐａｕｎｏｖ （２０１２） ［２２］运用智利制造业与服务业 ＦＤＩ 数据发现， 那些离技

术前沿较远的企业从服务业开放中获益最多， 生产效率提升也最多。 Ｂａｓ 和 Ｃａｕｓｅ
（２０１３） ［２３］ 则指出金融开放对离技术前沿越远的企业作用越显著。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５） ［２４］在异质性贸易理论基础上探讨了上游外资自由化与技术距离影响下游企

业出口的微观机制， 结果表明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依技术距离而对下游企业

出口倾向与出口额增长产生非线性影响。 另一方面， 服务业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

全球生产链位置的作用还会受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通常而言， 企业所面临的融资

约束越大， 那么服务投入成本的大幅下降更能使这类企业获益。 Ｒａｊａｎ 和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６） ［２５］发现服务业改革对外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越显

著。 Ｌａｉ 等 （２０１６） ［２６］则发现， 外资银行进入会对那些融资依赖度高的下游制造业

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强化效应。 通常那些具有更强融资能力、 距离世界技

术前沿更近的企业， 同样也是生产效率高、 经营绩效佳的企业， 那么这类企业在

自身生产销售中更有能力也更容易引入高质量的进口服务投入， 此时服务业开放

所引致的服务投入成本下降效应对这部分企业的影响相对于下游那些融资约束

紧、 离技术前沿相对远的制造业企业而言更小， 因为后一类企业相对更难获取国

外先进的服务投入， 即服务业开放对离技术前沿距离不同以及融资约束状况不同

的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据此， 我们提出研究假

说 ２。
Ｈ２： 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提升存在依企业离技术前沿距离与

融资约束程度的非线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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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计量模型、 变量和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在借鉴 Ａｒｎｏｌｄ 等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以及张艳等 （２０１３）
的研究基础上， 设定如下回归检验模型：

Ｐ 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ｔ ＋ α２Ｚ′ｉｊｔ ＋ α３Ｚ′ｊｔ ＋ ｛ＦＥ｝ ＋ εｉｊｔ （１）
其中， ｉ、 ｊ、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与时间， Ｐ ｉｊｔ为企业全球生产链位置， 核心

解释变量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ｔ为服务业开放指数， 对应的测算方法详见后文。 本文进一步纳入

了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控制变量 （Ｚ′ｉｊｔ和 Ｚ′ｊｔ）， ｛ＦＥ｝ 则包括年份、 行业和省份层

面固定效应， εｉｊ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避免异方差与序列相关性对估计结果所可能造

成的影响， 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
（二） 相关变量测算

１􀆰 企业全球生产链位置

要测算出口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 首先需要测算企业所在行业的全球生产链

位置 （也即上游度）。 基于 Ａｎｔｒａｓ 等 （２０１２） ［２７］ 的研究， 在不考虑存货的前提下，
一个由 Ｎ 个行业组成的封闭经济体中， 行业 ｊ∈ （１， ２， …， Ｎ） 的总产出 Ｙ ｊ等于

该行业产品用作最终产品 Ｆ ｊ以及中间产品 Ｉｎｔ ｊ的产量之和：

Ｙ ｊ ＝ Ｆ ｊ ＋ Ｉｎｔ ｊ ＝ Ｆ ｊ ＋ ∑
Ｎ

ｋ ＝ １
ａ ｊｋＦｋ ＋ ∑

Ｎ

ｋ ＝ １
∑
Ｎ

ｌ ＝ １
ａ ｊｌａｌｋＦｋ ＋ ∑

Ｎ

ｋ ＝ １
∑
Ｎ

ｌ ＝ １
∑
Ｎ

ｍ ＝ １
ａ ｊｌａｌｍａｍｋＦｋ ＋ … （２）

其中 ａ ｊｋ为 ｋ 产业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的第 ｊ 产业的投入量。 基于此， 某一行业

的生产链位置即为其与最终产品之间的加权平均距离：

Ｐ ｊ ＝ １ ×
Ｆ ｊ

Ｙ ｊ

＋ ２ ×
∑
Ｎ

ｋ ＝ １
ａ ｊｋＦｋ

Ｙ ｊ

＋ ３ ×
∑
Ｎ

ｋ ＝ １
∑
Ｎ

ｌ ＝ １
ａ ｊｌａｌｋＦｋ

Ｙ ｊ

＋ ４ ×
∑
Ｎ

ｋ ＝ １
∑
Ｎ

ｌ ＝ １
∑
Ｎ

ｍ ＝ １
ａ ｊｌａｌｍａｍｋＦｋ

Ｙ ｊ

＋ …

（３）
从上式来看， Ｐ ｊ的含义为 ｊ 行业最终品以及各阶段中间产品在总产出中所占比

重的加权平均值。 中间产品投入距离最终产品越远则权重越高， 表明 ｊ 行业越处于

生产链的上游位置。 考虑到我国投入产出表的非连续性， 本文使用 ＷＩＯＤ 发布的我

国连续型投入产出表进行行业生产链位置的测算。 在 Ｃｈｏｒ 等 （２０１８） ［２８］ 以及唐宜

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８） 的指引下， 可以进一步求得微观企业的全球生产链位置：

Ｐ ｉｊｔ ＝ ∑
Ｎ

ｊ ＝ １

Ｘ ｉｊｔ

Ｘ ｉｔ
Ｐ ｊ （４）

其中， Ｘ ｉｊｔ为 ｔ 时期企业 ｉ 在 ｊ 行业的出口额， Ｘ ｉｔ为 ｔ 时期企业 ｉ 的出口总额， 满

足 Ｘ ｉｔ ＝∑Ｎ

ｊ ＝ １
Ｘ ｉｊｔ。 由式 （４） 可知， 出口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指数越大表明其所

出口的产品越上游， 企业价值链地位相对越高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８） ［２９］。
２􀆰 服务业开放度

借鉴 Ａｒｎｏｌｄ 等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与张艳等 （２０１３） 的做法， 构造如下服务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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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度指数：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ｔ ＝ １ － ∑ ｓ
β ｊｓｔ × ＦＤＩ＿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ｔ （５）

其中， β ｊｓｔ 为各制造业行业的服务投入渗透率， 为与出口企业生产链地位的测算

保持一致， 本文这里同样使用由 ＷＩＯＤ 发布的我国连续年份投入产出表对该比率进

行测算。 ＦＤＩ＿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ｔ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 通常服务业进入东道

国市场有跨境支付、 过境消费、 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四大模式。 根据世界贸易

组织的估计， 以商业存在实现的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 ５５％ ～
６０％， 是服务贸易中最重要的提供模式， 而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又与商业存在具

有直接关联 （李杨等， ２０１５） ［３０］， 因此本文选取我国服务业的外资限制程度来度量

我国的服务部门开放度。 基准回归中选取 ＯＥＣＤ 公布的各年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

资限制指数作为代理， 这一指数从股权限制、 审查核准、 关键外籍员工以及其他限

制四个方面度量了一国某服务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程度， 通过得分加总得到

该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 数值越大表明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度越低

（周霄雪， ２０１７） ［３１］。 本文中细分服务部门 ｓ 包括分销业、 运输业、 通讯业、 金融

业以及商务服务等五大服务业部门。 为便于直观分析解释， 用 １ 减去服务业限制指

数得到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度。
３􀆰 其他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
（１） 企业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ｔｉａｌｉｊｔ）， 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从业人员年

均人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衡量， 并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

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进行平减； （２）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ｉｊｔ）， 以企业从业人员年均人

数的对数衡量； （３） 企业年龄 （Ａｇｅｉｊｔ）， 以企业当年年份减开业年份加一来衡量；
（４）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ＳＯＥ）， 本文引入国有企业虚拟变量控制样本期内我国

国有企业改革这一事件对出口企业生产链地位的影响。 其他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包

括： 市场集中度 （ＨＨＩ）， 以 ４ 位码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衡量， 该指数越大表明

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 进口投入关税率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本文加入二位码行业层面的

进口关税率控制 ２００１ 年我国加入 ＷＴＯ 后对出口企业生产链位置所可能产生的

影响。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涵盖的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 所用数据主要有四套， 分

别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ＷＩＯＤ 的我国连续年份投入产

出表以 及 ＯＥＣＤ 的 我 国 服 务 业 ＦＤＩ 限 制 指 数。 本 文 首 先 参 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２］的方法对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进行跨期识别， 然后根据企业的中

文名称、 年份、 邮政编码和企业电话号码后 ７ 位等信息将海关数据匹配上。 为进

一步测算出口企业的全球生产链位置以及服务业开放的影响， 本文根据 ＨＳ
２００２—ＩＳＩＣ ｒｅｖ３ 的对照表， 将剩余两个数据进行了匹配对接。 在此基础上， 本文

对部分错误观测值进行了删除， 同时参考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３３］ 的研究对贸易代理

问题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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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

根据式 （１）， 本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其中第 （１） 列为初步回归结果， 在未纳入控制变量和各类固定效应情况

下， 核心变量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 “涟漪效应”
显著提升企业的全球生产链位置。 第（２）—（５）列为分别纳入年份、 行业和省份控

制变量以及企业和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后的结果， 可以发现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系数符号与显

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根据第 （５） 列结果， 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每提升 １０
个百分点， 将能使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提升 ０􀆰 １５８９ （０􀆰 ２７６８ 个标准差）。 这初

步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１ 中关于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显著提升

下游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结论。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企业资本密集度与

企业规模均会对企业的生产链地位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即资本密集度相对低、 企业

规模相对小的出口企业更可能快速攀升在全球生产链中的地位； 行业层面的进口关

税率显著为负， 说明降低进口关税确实有助于企业提升自身生产链位置； 而企业年

龄、 融资约束程度以及行业竞争程度结果均不稳健。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ｏｔ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 ６７６４∗∗∗ 　 　 　 １􀆰 ３１９２∗∗∗ 　 　 　 １􀆰 ７５５４∗∗∗ 　 　 　 １􀆰 ５８９３∗∗∗ 　 　 　 １􀆰 ５８９３∗∗∗

（０􀆰 ０２７７） （０􀆰 １２０５） （０􀆰 １０２６） （０􀆰 １２２９） （０􀆰 １２２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Ａｇｅ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８）

ＳＯＥ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５１）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９）

ＨＨＩ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５３８ －０􀆰 ０５３８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４３４） （０􀆰 ０４３４）
Ｙｅａｒ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 ２７５ ４６０ ２７５ ４６０ 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７２ ７２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 １０９８ ０􀆰 ３１４６ ０􀆰 ３１３５ ０􀆰 ３２０７ ０􀆰 ３２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双侧）；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表示组内 Ｒ２，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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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本文还考察了不同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对企业全球生产链位置的影

响如表 ２， 不同服务行业的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链位置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

异。 其中分销行业以及商务服务行业的开放将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链地位， 而运输

业、 通讯业以及金融业的开放会对企业的生产链地位提升产生显著负向效应。 究其

原因， 本文认为在样本期内， 交通运输行业存在外商投资道路运输经营及道路运输

相关业务上无法完全享受国民待遇的情况， 使得外商在该领域的投资积极性不高；
而通讯业和金融业则由于国内市场化程度偏低， 大幅开放可能反而会对企业的生产

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表 ２　 分服务业行业回归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２） （３） （４） （５）

分销业 运输业 通讯业 金融业 商务服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８􀆰 ２７３１∗∗∗ 　 　 　 －４􀆰 ９２４１∗∗∗　 　 　 －４１􀆰 ９８８１∗∗∗　 　 　 －１２􀆰 ４６２８∗∗∗　 　 　 ３９􀆰 ５３２９∗∗∗

（０􀆰 １７８８） （０􀆰 ２９５２） （０􀆰 ６９６８） （０􀆰 ４８９１） （１􀆰 １３３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７２ ７２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 ３３８７ ０􀆰 ３２２１ ０􀆰 ３４９４ ０􀆰 ３２４９ ０􀆰 ３３２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回归模型设定与服务业开放变量

由于本文测算所得的出口企业生产链地位指数均大于等于 ０， 存在明显左侧数

据删失的情况， 因此首先参考吕越等 （２０１５） ［３４］的方法， 选择适用于处理删失数据

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稳健性估计； 然后参考已有研究， 本文进一步选择各制造业行业

的服务进口渗透率 （服务中间进口投入 ／总中间投入） 作为服务业开放的替代指标

进行估计。 具体结果汇报于表 ３ 第（１）—（２）列中。 可以看到， 前文所得基本结论

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证明本文实证所设定的回归模型形式以及核心解释变量设置均

不会干扰所得结论的稳健性。
２􀆰 稳健性检验

我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上述基准回归是否会因样本选择偏误、 遗漏变量以及逆

向因果问题而使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因此本文做了一系列检验来加以处理。
首先， 由于企业的出口行为选择本身并非是完全随机的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３５］，

直接回归可能产生潜在偏误， 因此本文选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样本选择模型， 通过两阶段

回归得到一致估计量。 其基本思路是在第一阶段构造企业出口选择方程， 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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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企业出口概率①； 接着在第二阶段使用第一步回归得到的逆米尔斯

比 （Ｌａｍｂｄａ） 作为特定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 具体回归结果

列于表 ３ 第 （３） 列。 可以看到逆米尔斯比 （Ｌａｍｂｄａ）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样

本选择效应显著存在， 且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显著变化， 说明样

本选择性问题不会对本文所得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 ３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ｏｂｉｔ Ｓｅｒｖ ＩＭ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ＧＭＭ Ｉｎｄｉａ ＤＩ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 ７１５８∗∗∗ 　 　 １４􀆰 ８０９９∗∗∗ 　 　 １􀆰 ５９０５∗∗∗ 　 　 １０􀆰 ９０３２∗ 　 　 １􀆰 ６６４１∗∗∗

（０􀆰 １３６４） （０􀆰 ９７５２） （０􀆰 １２２９） （６􀆰 ５８１７） （６􀆰 ５８１７）

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ＴＯ２００１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０３８）

Ｌａｍｂｄａ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２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 （２） ０􀆰 ５７３

Ｓａｒｇａｎ Ｐ ０􀆰 ２７３
Ｎ ２８９ ３５７ 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０５ ９３３ ２７２ ７２０ ２７２ ７２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 ３９４７ 　 ０􀆰 ３２１２ 　 ０􀆰 ３２０７ 　 ０􀆰 ３３３８ 　 ０􀆰 ３１９７
注： Ｔｏｂｉｔ 回归汇报的是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ＡＲ （２） 汇报了扰动项是否存在二阶自相关的 Ｐ 值， Ｓａｒｇａｎ Ｐ 汇报的是过
度识别统计量的 Ｐ 值。

虽然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控制了由样本选择性偏误所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且

我们控制了与企业自身以及行业特征相关的一系列变量以及时间、 产业与地区等

固定效应特征， 但仍然可能考虑不到企业中未被观察到的异质性因素， 也就仍可

能因遗漏变量问题而产生内生性估计偏误。 因此表 ３ 第 （４） 列汇报了使用系统

ＧＭＭ 估计的回归结果。 从残差序列自相关检验来看， 模型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

关， 且过度识别检验的 Ｓａｒｇａｎ Ｐ 大于 ５％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本文采用系统 ＧＭＭ
估计是科学的。 同样， 我们看到基于系统 ＧＭＭ 估计的结果与基准回归仍然具有内

在一致性。
本研究中第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双向因果问题所导致的估计偏误。 前文计算

的服务业开放度指数主要由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与各制造业服务投入占比

构成。 首先， 由于我国在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时所承诺的服务业开放措施更多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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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企业出口选择模型的影响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资本密集度、 融资约束情况以及全要素

生产率。



“被动” 的、 自上而下的决策行为，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外资自由化指数是一个相

对外生的变量； 但制造业的绩效水平却可能会影响服务投入的比重， 如那些效率较

高、 绩效较好的行业可能更多使用生产性服务投入， 且相关政策也会更偏向于这些

行业， 那么各行业对外开放度的差异可能反映的仅仅是不同行业效率与绩效的差

异。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计算的服务业开放度指数可能因服务投入率的逆向因果问

题而产生内生性。 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首先参考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３６］的方法， 通过

计算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印度的制造业服务投入比重来重新构造服务

业开放指数， 并对基准模型进行了再回归。 具体的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３ 第 （５）
列， 可以看到回归结果仍未发生显著变化。 考虑到不同制造业行业对服务投入依赖

程度的不同， 同时我国于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后大幅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这一外生冲

击事件， 本文参考张艳等 （２０１３） 的做法， 将高服务投入依赖度的企业视为处理

组， 而将低服务投入依赖度的企业视为控制组①， 依据我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这一

外生冲击， 设置如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准自然试验：
Ｐ 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ＴＯ２００１

ｊｔ ＋ β２Ｚ′ｉｊｔ ＋ β３Ｚ′ｊｔ ＋ ｛ＦＥ｝ ＋ φｉｊｔ （６）
其中 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ＴＯ２００１

ｊｔ 即双重差分项。 具体的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３ 第 （６） 列。
同样可以看到， 我们的基准结论并未发生显著改变。 由于双重差分模型成立的

一大前提是平行趋势假设， 即政策冲击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生产链地位应

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 考虑到准自然试验前样本年限相对较短， 对主要变量均

值趋势的检验可能存在一定难度， 同时我们可能还关心服务业开放这一冲击的

后续影响， 因此参考 Ｂｅｃｋ 等 （２０１０） ［３８］ 的做法， 设置如下动态效应检验模型：
Ｐ ｉｊｔ ＝ γ０ ＋ γ１Ｄ

－２
ｊｔ ＋ γ２Ｄ

－１
ｊｔ ＋ … ＋ γ７Ｄ

＋４
ｊｔ ＋ γ８Ｄ

＋５
ｊｔ ＋ γ９Ｚ′ｉｊｔ ＋ γ１０Ｚ′ｊｔ ＋ ｛ＦＥ｝ ＋ μｉｊｔ

（７）
其中， Ｄ±ｓ

ｊｔ 为一系列虚拟变量， 当企业处于加入 ＷＴＯ 前第 ｓ 年时 Ｄ－ｓ
ｊｔ 取值为 １；

当企业处于加入 ＷＴＯ 后第 ｓ 年时 Ｄ＋ｓ
ｊｔ 取值为 １； 除此之外的 Ｄ±ｓ

ｊｔ 均取值为 ０。 基于上

述回归方程设定就可以考察加入 ＷＴＯ 前后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动

态影响程度。 回归结果如图 ３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 ｓ ＝ －２ 和－１ 时， Ｄ ｊｔ的系数

均不显著， 也即在加入 ＷＴＯ 前， 高服务投入依赖度组 （处理组） 内的企业其生产

链地位与低服务投入依赖度组 （控制组） 内的企业并无显著差异， 这说明本文的

准自然试验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其次， 当 ｓ ＝ １， ２， ３， ４， ５ 时 Ｄ ｊｔ的系数显著， 且

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在加入 ＷＴＯ 后第一、 二、 三、 四年， 高服务投入依赖度的

企业其生产链地位相较于低服务投入依赖度企业提升分别约 ２􀆰 ７９％、 ３􀆰 ７４％、
４􀆰 ７７％以及 ４􀆰 ９８％， 且在加入 ＷＴＯ 第四年达到最大值， 此后开始出现小幅下降，
可见我国服务业开放对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不具有显著的时滞， 且能够持续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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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的， 以企业所在二位码行业的年均服务投入比重作为划分依据。



图 ２　 加入ＷＴＯ 准自然试验的动态效应检验

四、 进一步的分析

（一） 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指出服务业开放会通过生产效率提升以及产品技术升级这两大机制来提高

出口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 因此参考 Ｌｉｕ 和 Ｑｉｕ （２０１６） ［３８］ 的研究设定如下影响

机制检验模型：
Ｍｉｊｔ ＝ ω０ ＋ ω１Ｓｅｒｖ＿ ｏｐｅｎ ｊｔ ＋ ω２Ｚ′ｉｊｔ ＋ ω３Ｚ′ｊｔ ＋ ｛ＦＥ｝ ＋ δｉｊｔ （８）

其中， Ｍｉｊｔ表示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产品升级。 本文选取基于 ＯＰ 法测算的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作为出口企业生产效率的代理变量①， 同时参考黄先海等

（２０１５） ［３９］选取企业是否有新产品作为出口企业进行产品升级的代理变量进行影响

机制检验。 具体结果列于表 ４ 第（１）—（２）列。 可以看到， 服务业开放能够显著提

升企业的生产率以及新产品研发的概率， 说明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

率以及促进产品升级而使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获得攀升， 即论证了研究假说 １ 中

关于机制分析的推论。
（二） 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说 ２， 本文设置如下条件效应检验方程：
Ｐｉｊｔ ＝ θ０ ＋ θ１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ｔ ＋ θ２Ｃｉｊｔ ＋ θ３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ｔ × Ｃｉｊｔ ＋ θ４Ｚ′ｉｊｔ ＋ θ５Ｚ′ｊｔ ＋ ｛ＦＥ｝ ＋ ζｉｊｔ （９）
其中， Ｃ ｉｊｔ表示条件变量， 分别为企业离前沿技术的距离 Ｄｉｓｔ 与企业融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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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对于 ＬＰ 方法测算的 ＴＦＰ， ＯＰ 方法因考虑企业的进入退出而能够避免选择性偏误问题， 同时该方法

使用企业当期投资作为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 因而能够避免同时性偏差问题。



程度 ＦＣ。 首先检验与前沿技术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参考孙浦阳等的方法

（２０１５）， 本文以 ＯＰ 法测算所得的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 以国民经济四位码行业下

企业的最高生产率水平为本行业的技术前沿构造了该行业的技术距离指标， 同时本

文还使用企业的劳均生产率进行稳健性分析， 具体的回归结果分别列于表 ４ 的第

（３） 和第 （４） 列。 首先根据技术距离的回归系数符号可以发现， 离技术前沿越

远， 越不利于企业实现全球生产链的攀升； 进一步发现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 １％水

平下显著， 说明服务业开放更能使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获益， 这与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Ｐａｕｎｏｖ （２０１２） 以及 Ｂａｓ 和 Ｃａｕｓｅ （２０１３） 的研究结论一致。
接着检验融资约束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参考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等 （２００７） ［４０］ 的研究，

本文采用企业杠杆率即企业流动负债与流动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强度， 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 由于这类指标的构建包含了很

多具有内生性的金融变量， 因此为避免内生性的干扰， 本文进一步参考 Ｈａｄｌｏｃｋ 和

Ｐｉｅｒｃｅ （２００９） ［４１］的做法， 选择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两个随时间变化不大且具有很

强外生性的变量构建了 ＳＡ 指数： －０７３７×企业规模＋０􀆰 ０４３×企业规模２ －０􀆰 ０４×企业

年龄。 由此计算得到的 ＳＡ 指数值为负， 绝对值越大表明融资约束越严重。 回归结

果汇报于表 ４ 第（５）—（６）列。 可以看到， 两类融资约束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面临融资约束越松的企业越容易攀升全球生产链地位。 进一步从交互项的符号

与显著性可以知道， 服务业开放对于那些融资约束紧的企业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表 ４　 机制分析与条件效应检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ＦＰ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ＴＦＰ Ｄｉｓｔ－Ｌａｂ Ｆｉｎ Ｓ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 ５１５６∗∗∗ 　 　 ４􀆰 １９４８∗∗∗ 　 　 ０􀆰 ９２２８∗∗∗ 　 　 １􀆰 ４８１３∗∗∗ 　 　 １􀆰 ６３０１∗∗∗ 　 １􀆰 ５４３５∗∗∗

（０􀆰 ４１９０） （０􀆰 ４１９０） （０􀆰 ４１９０） （０􀆰 ４１９０） （０􀆰 ４１９０） （０􀆰 ４１９０）

Ｄｉｓｔ
－０􀆰 ７０８３∗∗∗ －０􀆰 ０２８９∗∗

（０􀆰 ４１９０） （０􀆰 ０１２５）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ｉｓｔ
０􀆰 ７７２３∗∗∗ ０􀆰 ０３２４∗∗

（０􀆰 ４１９０） （０􀆰 ０１２５）

ＦＣ
０􀆰 ０７３０∗∗∗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２５）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Ｃ
－０􀆰 ０７７９∗∗∗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８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５７ ７８６ ２４４ ８２２ ２５２ ４３１ ２６３ ５２７ ２６９ ６８４ ２７２ ７２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 １３９０ ０􀆰 １７０８ ０􀆰 ３３１１ ０􀆰 ３２１７ ０􀆰 ３２１１ ０􀆰 ３２０７
注： 产品升级检验的回归汇报的是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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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离技术前沿的非线性影响类似， 通常面临融资约束较松的企业具有相对更好

的绩效表现， 这类企业本身就有能力选择较好的服务供应商， 并具有较高的投入转

换效率， 使得服务业开放对这类融资约束相对松的 ＧＶＣ 企业的影响小于融资约束

相对紧的 ＧＶＣ 企业。
（三） 异质性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本部分将重点从企业异质性方面进行拓展分析。 首先从

表 ５ 的贸易模式异质性来看。 针对不同贸易模式， 服务业开放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

响最大， 而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的影响最低。 由于我国大量的加工贸易

企业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组装工序， 服务业开放使得这类企业对应的发包方———发

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配置成本得到大幅降低 （Ｌｅｅ， ２０１８）， 进而显著提

升了其生产链地位。 进一步从行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来看， 服务业开放对技术密集

型企业的影响最大，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产生显

著负向影响。 由于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本身可能对于服务投入的依赖度

较低， 使得服务业开放无法有效提升这两类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

表 ５　 异质性检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Ｔ ＯＴ ＭＩＸ Ｔｅｃｈ Ｌａｂ Ｃａ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３􀆰 ９８２９∗∗∗ 　 　 １􀆰 ５７６２∗∗∗ 　 　 １􀆰 ００１６∗∗∗ 　 　 １􀆰 ４８９４∗∗∗ 　 　 －０􀆰 ０６６３ 　 －１􀆰 ０６６８∗∗∗

（０􀆰 ２３８７） （０􀆰 ２３８７） （０􀆰 １９４７） （０􀆰 １９４７） （０􀆰 １９４７） （０􀆰 １９４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４ ７３３ １１１ １４９ ８６ ４０３ １２７ ９０３ ８８ ７１９ ５４ ２７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 ３４９２ ０􀆰 ２２４８ ０􀆰 ４３１４ ０􀆰 ３４１９ ０􀆰 ４８０２ ０􀆰 ３４４７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全球生产

链地位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 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显

著提升下游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地位， 且这一效应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存在。
从影响机制来看， 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促进产品技术升级来提

高制造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上游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全球

生产链地位提升的影响依企业离技术前沿距离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而呈非线性变动特

征， 服务业开放更能使那些离技术前沿远以及融资约束紧的企业获益。 此外， 对不

同要素密集度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 服务业开放的价值链地位提升影响存在显

著差异。
本文为中国大力推进服务业自由化改革， 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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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理论支撑。 本文认为， 在当今贸易保护不断抬头以及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

的大背景下， 仍应坚持以开放促发展的总体思路，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应坚定不移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 尤其是进一步扩大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开放力度， 增强

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 其次应提供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以开放

促国内服务业发展， 提高服务质量水平； 最后， 应鼓励下游制造企业进行研发与

创新， 高效承接上游服务业开放带来的先进技术与外溢效应， 突破价值链低端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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